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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者，最终不仅没有因为拥有土地而改善生活，而且背负沉重的债务。而对伊朗农业至关重要的

坎儿井（干旱区特有的暗渠水利系统）由于没有了由地主组织的维护而毁坏，丧失水源后，数千

个有生产力的村庄也将随之衰退。流亡海外的霍梅尼，在演讲磁带将经济问题归咎于国王巴列维

是“犹太人的代理人、头部被石头砸碎的美国大蛇”。 

霍梅尼的演讲磁带被偷运到伊朗，私下里广为传播，大行其道。在原教旨主义信徒看来，既

然是异教徒迫害教徒，出现了经济问题，于是以清理国王这个异教徒为目标的圣战，成为解决问

题唯一的选择。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约有 10%的国民参与了伊斯兰革命。与此比较，开启欧洲

大陆资本立宪改革的法国大革命，参与民众不过为当时全国人口的 2%。原教旨主义的狂热之处

还在于，绝对贫困人口在革命后的头六年内增加 45%，且外有西方制裁、阿拉伯国家联合抵制的

情况下，政教合一的伊朗现政权能够稳固下来。而原教旨主义最恐怖的地方，是对自己和他人生

命的漠视。霍梅尼的名言就是：流血是必要的，伊朗流血越多，革命的胜利就越大！ 

在已经出现原教旨主义文化破坏维吾尔传统文化，并威胁新疆稳定的苗头的情况下，无论是

中央政府还是地方当局，不能再回避。以经济发展迂回“柔性”对付原教旨主义，全世界尚未有

成功先例，反而有伊朗的教训。伊朗的事例说明经济发展（通过白色革命，伊朗的人均 GDP 从

1961 年的 160 美元跃增为 1978 年的 2200 美元以上，成为当时世界上人均 GDP 最高的国家之一）

反而可能刺激原教旨主义蔓延。笔者认为，一个保护维吾尔文化，打击原教旨主义的战略必然会

得到维吾尔的开明人士、知识分子的支持。原教旨主义革命在伊朗胜利后，伊朗知识分子，开明

人士的不是被迫害入狱、就是流亡他国。 

同样，这样一个文化战略也会得到维吾尔的上层精英的支持，因为原教旨主义完全取代维吾

尔传统文化之始，就是维吾尔族回归到“反现代化”的“中世纪”的开始。这样一个战略，还会

得到上海合作组织的国家，尤其是中亚国家的支持。因为一旦原教旨主义在中国新疆站住了脚，

就会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向中亚扩散，威胁这些国家的稳定。这样一个战略也能够争取到美国

的支持，因为这符合美国的国家战略利益。试想，一旦原教旨主义文化在中国新疆盛行，就会在

伊朗、阿富汗、中国新疆形成一个孕育恐怖主义的“新月形”战略走廊。这样一个结果，不仅是

美国制衡伊朗的战略受挫，更是美国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战略性失败。 

打击原教旨主义、保护与发展维吾尔传统文化的战略，要避免简单套用胡萝卜加大棒方法。

如果用胡萝卜加大棒能够解决的问题，那就肯定不是文化问题。 

  （作者是中国旅美学者，曾任职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本文刋于新加坡《联合早报》

2013年 1107日） 

 
【网络文章】 

十年后，回顾新疆“内高班” 

 

热依莱 

 

    第一届新疆“内高班”（内地高中生班）的学生，毕业马上就要十年了。作为一种特殊的教

育机制，“内高班”的设立，对于新疆会带来什么长远影响，我想现在评判还为时尚早。十年之

后，作为其中的一员，回顾那四年，对个人而言，虽然影响深刻，但却也并不十分怀念。 

 

模糊的“内高班” 

 

    2000 年，即我上初中的最后一年，在父亲的要求下，我参加了“内高班”的考试。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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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内高班”这一政策没有任何了解，仅仅知道自己如果有幸考上，就会交很少的学费，会

去内地教育质量很好的城市读四年高中。至于会去哪个城市，根本不知道。第一年的“内高班”

政策——选拔一千名优秀的初中毕业生去内地上学。比例在很大程度上，会向来自农牧民家庭的

“民考汉”及“民考民”学生倾斜。 

    记得那一年的暑假，过得异常挣扎，因为担心自己考不上会让父亲很没面子。等一切焦急过

去后，我收到了宁波中学的入学通知书，注明我的学费是900元人民币一年，这是按照学生家长

的收入决定的，还有一些同学交450 元，另有一些人不用交任何费用。至于家庭收入应该怎么统

计，也没有任何公开说明。入学通知书还规定，我们只能两年回一次家，当时因为很高兴，也没

太在乎这些。我想，我们之所以激动，是因为觉得这是一个最安全的、被国家培养的通道。 

    不过，妈妈并没有为此高兴，因为我将远远地离开家里人到很远的地方。只是因为她几乎不

能左右父亲的决定，而只能由他。虽然我对自己离开家人也心生一丝难过，但对于一个来自偏远

团场、从未见过大城市的十几岁初中生来说，对未知的宁波也充满了各种美好的期盼。 

    我们被通知到地区市中心集合，然后一起去乌鲁木齐。 

我们是半夜到达乌鲁木齐，我依稀记得乌鲁木齐是一个危险的城市，所以千万不能自己一个

人出去。我们在乌鲁木齐呆了三天，有好几次集中学习，介绍我们的带队老师。记得我们开完集

体大会后，因为我还戴着头巾，穿着长裙，被宣传这一政策的记者抓到，要我表示感谢党的政

策……。后来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才知道，如果当时教育厅严格调查我的户籍，估计我根本

不能成为他们计划培养的一员，因为我来自兵团，而据说第一年没有给兵团名额。 

 

现实的“内高班” 

 

    宁波中学第一届招了80 名学生，是招收“民考汉”和“汉考汉”学生的四个城市中的一个。

其余三个城市分别为深圳、天津、苏州。 

    宁波是一个很美的城市，但第一年，我们80 个人被安排到一个离原宁波中学比较远、本来

准备做聋哑学校的校区。刚开始的几个月，很多同学对这个安排非常不满。现在想想，可能是因

为和别的城市比较后，觉得宁波中学对我们很不公平。 

    前面几个月，大家都非常想家，几乎每个人都天天打电话回家，然后天天都哭得很厉害。我

也是其中一个，直到有一天被父亲狠狠地说了一遍，不要天天打电话…… 

    另外，由于我们的餐厅没有穆斯林厨师，开始几个月，很多同学愤愤不平。但几个月的不平

过去以后，一次评估考试把我们拉回了现实。因为“民考汉”学生的成绩和“汉考汉”学生相比

差距实在很大。在这次评估考试后，老师的单独谈话让我们突然明白了，我们之所以来到“内高

班”，是为了学习，而不是为了讲究生活条件。 

    而我们很快也都习惯了严格的作息制度。早跑、吃饭、早自习、午休、晚自习……外出还另

有规定，必须至少两人一起外出，外出时间不能超过特定时间，如果违反将会记过处分，取消一

次外出机会等等。 

    由于自己一下子从过去的好学生变成了差等生，情绪变化很大。 

    “内高班”的第一年是预科。这一年，听说很多其它城市的学生由于学习压力而得了精神分

裂，被送回新疆，甚至有人想自杀等等。这些都是传言，当时没法证实。到了大学，非常凑巧，

我的室友是个杭州新疆班的女孩子，她说她们学校的确有人有过自杀企图。而另一个学弟的哥哥，

上海新疆班的学生，确实由于精神分裂而被送回去。而在宁波，预科结束后，由于成绩不合格，

四名男生被退回。这些名额到了高一很快就被补上了。 

    预科考试结束后，大家要求学校送我们回家。因为学校没有收到新疆教育厅的通知，就让我

们在学校无所事事地待了两周，然后才通知我们可以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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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一，又有新的预科生来到了我们学校。由于新来的学妹、学弟们非常顽皮，老师们一直对

我们第一届学生的听话赞不绝口。但是，记忆中听到的最多的话，就是好好学习，提高自己的排

名。 

    高二，我们终于和宁波中学本部的学生安排到了同一个校区，但是，新疆班有自己的一层楼，

我们和宁波中学本部的学生除了在体育课和音乐课上有些交流外，其余时间都是新疆班学生自己

玩自己的。 

    高三，学校为了我们不被打扰，而把我们安排到了最高的一层楼，和其它宁波中学的高三学

生同一层。这一年，有几个宁波中学本部的老师也给我们上课，但是，那种无名的压力，有时候

几乎让我无法呼吸。 

    这四年下来，我的视力由5.2 变成了2.5。我唯一没有为学习而改变的，就是我的长发。虽

然自高一开始，英语老师一直要我把头发剪短，方便学习，但我坚持不剪。现在想着，觉着自己

当时不是固执，而是有些荒谬。 

当然在这四年里，学校也组织我们去很多地方游玩。比如杭州西湖、绍兴等等，但是我们去

上海的愿望终究未能实现。 

 

十年后的反思 

 

    高考前，记得我们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郑重地对我们说，等到十年之后，你们再想起来这段

努力的岁月，你们会感激这一切。但是，现在，我想我不再同意她的看法了。十年以后，如果再

让我选择，我可能不会再选择“内高班”这样的读书方式。 

    报大学志愿时，我们有另外的名额，所安排的大学和专业都很不错。而且考师范类院校不需

要交学费，我想后来如果大家知道毕业后有特岗教师这样的安排，估计师范院校会很热火。当时

我们都错误地认为，师范院校是针对考不上大学的学生所做的安排。据说，大部分同学都考上了

第一志愿。然后，大部分同学又都回到了新疆。 

    虽然我对那几年的学习现在想起来都感到惧怕，但是并不否认，是“内高班”让我有机会看

到新疆与内地教育的差别，新疆与内地沿海城市发展程度的差别……。也让我明白，其实内地对

新疆少数民族的理解非常有限。我也很难断定，这四年中，那些与我们有过直接接触的当地人，

是否会因为我们而加深了对新疆的理解；或者，是否会因为我们而增加了对新疆人尤其是少数民

族的偏见……。或许兼而又之吧。起码，在学校里，从预科到高三，就总少不了有一两个老师对

“帮助”我们而表示不满。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信息，开办十几年后，“内高班”规模已经扩大了很多，现在有50 多个

城市开设，人数也累计达到上万。并且，除了内高班，也出现了“内初班”、协作计划学院以及

“内职班”学校，专门由自治区教育厅专设的新疆班部来管理。 

    因为“内高班”的扩大，有些维吾尔知识分子称我们为“被偷走的一代”，即我们在内地汉

族集中地区完全用汉语学习，会渐渐淡忘本民族文化。一名有“内高班”经历的“民考汉”学生

说：“我一直对这一制度充满警惕，不过不可否认，在内地大城市学习确实提高了我的竞争能力。” 

    我想父亲最终会明白，其实进了“内高班”，并不等于一切就变得顺利了。到了大学，我一

样要去贷款；毕业后，我也一样找不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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